第四編公文的撰擬

一、公文的作者

【作者】

　　一般泛指文章和作品的制作者和創作者。創作者指文學作品的作者；制作者指實用性文章的作者。行政公文的作者屬于實用性文章制作者的範圍，即與文學作品的創作者有所不同，又與一般實用性文章的制作者輒有差異：一、文學作品的創作者和一般實用性文章的制作者大都是特定的個人，而行政公文的作者則是具有一定職責和權力的機關、團體和單位。二、文學作品的創作者要反映出個人對生活的獨特感受、體驗、聯想與想像；一般實用性文章的制作者也大都表現出個人的見聞、思考或研究成果，而行政公文的作者則要”代機關、團體立言”，要根據“既定的思想、限定的材料、規定的文種、特定的讀者”來制作文件。參與行政公文制作的個人、也可以有個人的見解、主張，但要通過一定程序，以機關、團體或部門的名義表現出來。

【法定作者】

　　主要是指行政公文、司法文書的作者。具體是指那些依法成立并能以自己的名義行使權力和負擔義務的組織、單位，乃至能代表組織、單位的個人。法定作者不是指由某某機關指定和委託的個人作者，也不是指純粹代表個人的個人作者，或具體撰寫文稿的秘書工作人員，而是指依據法律、章程、決定、決議、條例等建立并合法存在的各級黨政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以及其領導人、負責人。他們是公文的制發者和署名者，具有法定的權威性。如國家行政機關發布的公文，代表人民政府的職權和意圖，有著行政領導與行政指揮的法定權威。下級機關上報的公文，也代表著一級機關的職權和意圖，同樣具有法定的行政效力。這使得法定作者在公文制作中，必須具有莊重與嚴肅的態度，不得有絲毫的主觀隨意性。

【指定作者】

　　與法定作者不同，他不是指法定的機關、團體、單位或被指定為其制發公文的工作人員，而是指有關機關、團體、單位因某種工作需要、因對象性質的不同，指派或委託某人或某單位去進行寫作的作者。指定作者的工作，主要是為具有法定權威的機關、團體、單位的有關工作服務的，其本身不具有法定作者的法定代表性。指定作者的工作大都表現在調查報告和新聞報道等文種的寫作中。如有關黨政部門需要制定某項政策、做出某種決定的時候，往往指派情報信息和研究部門為之收集資料，進行調查，這些指派的部門即有了指定作者的性質。又如某地區、某單位出現了值得提倡、推廣的新事物、新經驗，有關機關、團體、單位往往要派員前往採訪報道，這些被派人員也可視為指定作者。而上級機關指定下屬部門為完成某項調查、報道任務而寫作時，該下屬部門就具有了指定作者的含義。當下屬部門再指派某人或某些人去完成該項任務時，指定作者就是被指派的某個人或某些人了。

【非指定作者】

　　與指定作者相對應，指各種文章和作品的自由寫作者。他們的寫作，一般與法定機關、團體、單位的工作任務，沒有必然的直接聯繫，而主要是基于個人的工作、學習、生活或興趣、愛好的需要，而進行的一種實踐活動。他們的文章和作品也要有利于社會和人生，但卻不具有公文的權威性和影響力。某些非指定作者在有關機關、團體、單位工作需要時，往往被指派或委託，成為完成某些寫作任務的指定作者。

【撰稿者】

　　原是一個泛指概念，在行政公文撰擬工作範圍內，撰稿者特指根據法定作者的策劃和決定，將其按照一定規範的格式形成文件的工作人員，他不具有法定作者“制定”、“決定”的職權，而是法定作者意圖的表述者、體現者、執行者。撰稿者常常能夠參與機關、團體、單位領導的決策、決議的醞釀與策劃，但他只是領導的參謀和助理，不能因此混淆法定作者與撰稿者身份與職能的區別。如果作為法定作者的機關、團體、單位的領導人、負責人，能夠親自撰擬文件，那麼他也是一個撰稿者。這在中國內地各級黨政機關中，是一貫倡導的做法。中共中央1981年5月發布的《關于各級領導幹部要親自動手起草重要文件，不要一切由秘書代勞的指示》中，曾深刻地指出：“領導幹部必須親自動手準備自己的重要講話、報告，親自指導、主持自己所領導的範圍內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否則他對自己所領導的主要工作就不能擔負政治責任。這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

【對象化思維】

　　是科學化思維的一種新提法，它是一般科學工作者和實用性文章的制作者（包括行政公文的制作者）所共有的一種基本的思維方法，它是在與藝術思維的比較中，確定了自己的範圍和特徵的。對象化思維的根本含義，就在于思維被對象全部占有，并圍繞弄清對象的形狀、性質、規律和特點進行解釋、分析與論証。它有三個主要特點：一、思維的內容是對象的性質、規律和特點。二、思維的形態是被對象的性質、規律和特點所規定和限定好了的。三、思維的目的、方向是透過現象把握對象的本質內容。公文作者根據不同地區和部門制定出適合該地區和部門的方針、政策，寫出決定、通告等公文，即是對對象性質、規律和特點的把握，亦即進行對象化思維的結果。但對象化思維并不是一種要求放棄主體、放棄自我的思維。在根本意義上，任何思維形態都離不開主體和自我的努力。對象化思維只是將自我轉化為對對象的關注或研究的一種思維形態。

【對象程式化思維】

　　是行政公文制作者應有的一種思維形式。它與科學的邏輯思維、藝術的形象思維，既具有聯繫又有區別。對象程式化思維派生于對象化思維，亦即科學化思維，它總是按照對象的規則和軌跡運行，而不能隨意違背與突破對象原有的規定和程式。在行政公文的制作中，它突出地表現在結構格式方面。各種各樣的公文，固然都有其特定的內容，需要合乎邏輯地加以表達，但從形式方面來說，公文的制作又有其特定的規則和程式，即公文中所包括的各種內容，都有其特定的位置和先後順序。它嚴格地制約看公文作者按照它的要求進行公文制作過程中的思維。這種思維形式即是公文制作中必須的對象程式化思維。葉聖陶先生在《公文寫得含糊草率的現象應當改變》的發言稿中指出：“想清楚了，公文的組織結構自然就是意思本身的組織結構，這才能做到有條有理”，“沒想清楚，即使是文章大家也做不到明確通順。”所謂“想清楚”，即包含著在思維方式上對每一種公文寫作程式的瞭如指掌和正確運用。

【讀者意識】

　　主要指在文章和作品的制作和創作過程中，作者對讀者實際情況和不同需求的考慮和認識。在行政公文制作中，由于思維方式的對象化和程式化特點，不同公文文種的讀者是不同的，而不同的讀者對不同的公文文種和同一公文的閱讀效應也是不同的。公文制作者如果不能自覺地考慮、認識讀者對象的複雜性和閱讀需求及其效應的複雜性，就會影響公文功能的發揮。隨著時代的進步，闡釋學、傳播學、寫作學、接受美學的發展，讀者意識已被作為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進入寫作的各個範圍和領域。各種文章和作品的制作者、創作者，都在力求根據讀者的不同特點、不同層次、不同閱讀需求、不同閱讀方式來調整自己寫作的內容和形式，使各種不同類型的寫作更為科學化了。但作者的讀者意識，并不意味著作者對讀者的依附和遷就，它只是由于使作者能更好地發揮寫作的功能，才有了價值和意義。在行政公文的制作中，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的讀者對象不同，作者所採取的態度和行文方式也都是應當有所不同的。

【作者修養】

　　即識、學、才。識，指公文作者的見識。“三者并重，而識為尤先。非識則才與學恐誤用，適以成其背馳也”。而“識”本于公文作者的理論修養，因之，作者要“蓄理”——尤其應加強哲學修養。只有如此，“始有眼光”，“據道理以發言，自不至俗”，避免“無識則文乖”之弊。學，指公文作者的知識積累。“不由于學，則出之無本”。就公文寫作而言，“學”可折之為二：一是本部門的實務知識。如行政組織的動作、行政管理的規律等。二是多學科知識。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管理學、法學、統計學、地理學等多方面知識。這要求作者必須廣采博收——“讀書多，則聞見傅，無委巷小家子之言”。可見，文之“根柢原于學問”，作者只有“積學”，才能克服“無學則文陋”的缺點。才，指公文作者的寫作能力。其要有三：一是用語之才。作者要有很強的遣詞造句能力。尤其是使用專業術語、常用語的能力。在台灣，因“公文的來往還是使用文言文”，所以“用語”相當嚴格：“先要學好文言文，文言文不好，應用文沒辦法學好。”香港“中文公事”則廢除了“文言文”，代之以“白話文”，與內地更為接近。二是布局之才。作者要有“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的“附會”能力。有了這種才能，公文才是“整片文字”，不至于“繁詞碎義”。三是書寫之才。作者要有較高的書寫技能，即撰寫公文，應該格式規範，字蹟清晰、美觀，文面整潔。總之，識、學、才是公文作者的撰擬之“本”，三者缺一不可。中國內地通行的公文寫作教材大都專門闡述“公文寫作修養”；台港則多言公文的格式、作法，罕有專章或專節論之。

【撰擬規則】

　　中國內地的公文規則，著眼于公文的“文本形態”，一般談以下五點：一、情況屬實，觀點明確；二、表述準確，結構嚴謹；三、條理清楚，直述不曲；四、字詞規範，標點正確；五篇幅力求簡短。台灣的公文規則，著眼于“一篇公文的撰擬”，也談四點：一、撰擬公文的基本知識——行文之原因、行文之依據、行文之目的和行文之立場；二、文字應簡淺明確；三、態度直嚴正平和；四、語氣宜不失身份立場。香港則只講具體公文的“文體要求”或“注意事項”，較少言及公文的規則。就概括性講，內地居上；就操作性看，台港為重，各有千秋。然三方亦有相同之處。如內地說“文字精練，用語準確”；台灣云“文字應簡淺明確”；香港指出：“中文公函，應用白話文撰寫，力求精簡明確，文字淺白，措施得體。”盡管表達不完全相同，但對公文的文字要求基本一致。

